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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
若干问题的反思

张　 旭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７５）

　 　 摘要：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是逐渐步入通向现代化的历程，而现代化观念又肇源于思想界。 思想

领域的现代化很大程度地意味着研究方法如何与西方“接轨”的问题。 ２０ 世纪西方学术界理论研究之风空前高

涨，伴随而来的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大思考，这点在文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本篇试将根据真理与方法二元间张力

关系，以比较文学学科为切入点，讨论过去数十年来国内比较文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并从学理层进

行一系列的反思。
关键词：比较文学；方法论；学科反思

中图分类号：ＩＯ⁃０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８８⁃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０⁃１６
作者简介：：张旭（１９６７—），男，湖南邵阳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一　 引言

在中国，关于比较文学批评方法的讨论，自

１９８０ 年代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在汉语学界的建制而

全面拉开。 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不断出

现，又将这一问题推至前台。 早在 １９６０ 年代初，奥
尔德里奇编选《比较文学：内容和方法》一书，收入

西方学者关于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论述文章 １７ 篇［１］，
由此引起国际比较文学界对本学科方法论的普遍重

视。 该书后在台湾被引入各大高校的课堂，其影响

波及港台的一批比较文学研究学者。 １９７６ 年，由古

添洪、陈慧桦编撰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蒐
集台湾各家对比较文学方法问题探讨的文字 １４ 篇，
主要讨论中西文学的比较问题，特别是它沿用西方

文学理论与方法来阐释中国的文艺现象，可以看作

受该书影响的直接成果。 可惜奥尔德里奇的著作未

能及时引入大陆的学术界，否则这里的比较文学研

究将会出现另一番景观。
确切地说，大陆比较文学界对于方法论探讨的

起步是在 １９８０ 年代，这比欧美学界晚了 ２０ 余年。
那时国内推出的著作只有寥寥数部，其中包括卢康

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１９８４），陈惇、刘象愚

的《比较文学概论》 （１９８８），孙景尧的《简明比较文

学》（１９８８），乐黛云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 （１９８８）
和《比较文学原理》 （１９８９）等。 它们大多辟有专章

介绍欧美的研究方法，但侧重点多限于影响研究和

平行研究，其论述广度和深度极为有限。 到了 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形势有了明显的改观，国内不少学者分别

撰文或推出专著，如刘介民的《比较文学方法论》
（１９９０）；或在自己的著作中开辟专门的章节，如陈

惇、孙景尧、谢天振的《比较文学》（１９９７），乐黛云的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 （１９９８），曹顺庆的《比较文学

学科理论研究》（２００１），王向远的《比较文学学科新

论》（２００２），方汉文的《比较文学基本原理》 （２００２）
等，结合着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实际，讨论本学科的

研究方法问题，不过从他们的论述中还是能看到明

显的分歧，由此也隐含着若干争论，并反映出众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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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上的一些困顿。
二　 困境与反思

首先是关于比较文学危机的争论。 这场争论到

世纪末演变得愈发激烈，而且直接与本学科的审视

方式和研究方法有关。 在国外，围绕着比较文学研

究方法问题，曾有过法国实证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

学派长达 １０ 余年的争执，这中间不乏有对本学科内

在学理问题的探讨，然其煽情成分似乎超过对问题

本身的关注。 韦勒克指出：这场危机主要是由于缺

乏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由此引发了

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将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进行

人为的分割，机械地认识源头和影响，还有那些文化

民族主义的促进作法，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是多么的

气概宽宏，这些在我看来似乎就是比较文学历时长

久的危机的症状” ［２］２９０。 当时他提到的比较文学运

用的研究方法，大多只是从其他相关学科借鉴而来，
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这些方法已无法很好地解决

本学科的实际问题。 后来他又尝试给比较文学研究

开出种种“良方”。 这篇“发人深省”的宣言书，其直

接影响是促成了美国平行研究的兴盛，该学派在数

年内发展成足以抗衡法国实证学派的格局。 其实当

年利弗威尔曾指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像其它学科的

危机一样，缺少的是研究实体或称核心，也就是“该
学科内的从业人员无法就其学科应有的核心达成共

识” ［３］６，从而出现目标认同迷失的局面。 换言之，在
比较文学领域内只要研究对象问题解决了，该学科

现存的其它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甚至最近有学者喊

出这样的口号：“日趋封闭和研究方法僵化的传统

的比较文学学科注定要走向死亡，而在全球化语境

下的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特征的新的比较文学

科学即将诞生” ［４］１０４。 然而问题并非如想像的那样

简单，随着比较文学内部研究的继续深入，以及交叉

研究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文化学派的兴盛，人们又无

形间有违于其初衷，也就是在研究问题与方法二元

间，将各自的重点再次偏向了后者，从而架空了研究

的实际问题，并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的不在场，由此再

度延续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论调。
与此紧密相联的是关于比较文学“名”与“实”

的争论。 这种名实之争不独在比较文学学科内存

在，而且在现代其他学科中早已司空见惯。 这种争

执很大程度上又与人们的认识方法有关。 “名实之

争”由来已久，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就提到“名不

正则言不顺”，不过他此说主要是针对政治秩序的

建立而言的，也就是通过各自“权分”之划分，而使

社群中每一分子各自完成其任务［５］９１。 后来在《荀
子·正名》中就名与实的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论

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

则谓之不宜。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
之实名。”由此可见，“名”与“实”永远处于二元的张

力状态，随着“实”的内容和范围发生变化，“名”自
然无法含纳“实”的内涵，从而促使“名”进行自身的

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下“实”的发展需要。 仅就比

较文学而言，自歌德（１８２７）提出“世界文学”的概

念，到波斯奈特（１８８６）提出“比较文学”的名称，如
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业已走过 １００ 余

年的历程。 然而伴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出现，人们再

度对“比较文学”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它已无法涵

盖现代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于是人们也不断地对

比较文学进行重新界定，试图将它涉及的范围进行

拓展，以涵盖比较文学在新的语境下可能涵盖的范

围。 事实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本身就是该学

科试图向外寻求支持的有力证据。 到了 ２０ 世纪下

半叶，随着西方文化批评的兴盛，人们又试图用文化

研究来取代比较文学的研究，这点已有不少学者提

出过批评意见，他们或是批评其研究中的泛化现

象［６， ７］，或是重新强调其研究中的 “文学性” 成

分［８－１１］，以防止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体不在场的现

象。 然而他们的努力照样未能阻止比较文学研究中

继续“无边化”的现象。
在中国，自 １９８５ 年全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以

来，人们的研究视野也一直有放大的趋势。 仅从那

些立项研究的课题名目来看，从初期的“比较文学

视野中的文学研究”之类标题，到后来“多元文化视

角”或“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到近年出现的

“全球视野”和“跨文明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等

名目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 人们可以注意到随

着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传统的关注视角已无

法含纳历来人们期盼的比较文学所应涉及的范围，
其必然结果是部分学者主张用别的名称来取代“比
较文学”，以担当目下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职责。
然而问题果真如他们想像的那么严重？ 其实，这中

间仍有商榷的余地。 如果将汉语“某某视野中的某

某研究”译成英文，可表述为“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在英文标题里各项信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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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楚———前者是客，后者是主；前者只是一个视

角，后者才是中心。 然而落实到汉语，将“某某视

野”与“比较文学”并置，似乎前者就成了主，后者成

了客；前者成了一个大的东西，后者反而成了小的东

西，这主要是由于汉语表达造成的错觉。 因为关照

的“视野”再大，它也只是从某个维度来审视研究对

象，而研究对象或称实体仍是那不变的一个：关涉异

质语言和文化谱系间的文学交互活动。 其次还牵涉

到对比较文学概念的认识问题。 如果从概念的内涵

与外延关系着眼，内涵越大，外延就越小，反之亦然。
假如将比较文学看成是一个内涵有限的概念，它的

外延自然就扩大；反之试将比较文学看成是一个内

涵无限丰富的概念，那么它的外延就随之缩小。 其

实这又牵涉到印度哲学中经常讨论的虚实关系问

题，也就是人们在讨论“实”的概念背后总是有一个

预设结构，那就是“虚” ［１２］。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许多

流派尤其是经验学派均重视实证研究，其推导模式

往往是“从实到实”，也就是从一个实点出发，然后

经过推导，试图得出一个实实在在、带有形而下性质

的结论［１３］。 殊不知，在许多学理问题的探讨中，试
图寻觅到一个“实在性”的结论又常不可得，得出的

往往只是一个“虚”的结论，也就是高于一般现实层

的形而上的结论。 其实这也是众学问发展的必由之

途———始于问题，终于更高的问题；始于迷惘，终于

更高的迷惘。 于是这又回应了笛卡尔关于“认识应

始于怀疑”的哲学论断。 因此，这里不妨暂将比较

文学的名称不做改变，只要在认识方式上稍做调整，
也就是试将“比较文学”视作一个“虚”的概念，那么

它的内涵就会无限收缩，其外延自然会无限扩展。
这也就是老庄哲学中所讲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

想。 于是以往的名称可以不做改变，比较文学之

“名”照样能够容纳新语境下的“实”。
其次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的命

题。 这一命题的出现，是基于异质文化间交流和对

话的过程受到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以至于汉语学

界长期处于劣势，从而使得其自身的优势不能为世

人皆知，许多人便试着寻找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

“法宝”来警示或抗衡西方，由此而演进成“特色”主
义的命题。 诚如学者所言：历来西方的文论话语多

是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性质，由于东西方语言文化

谱系间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地制约着彼此间的融

通，长期来出现了东方文论的“失语症”和西方文化

“独白式”的言说格局［１４］。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文论研究，也是顺应主流意识形态提出“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潮流，属于“与时俱进”
的举措。 同时，他们在寻找理论支持时强调“越是

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思想。 这又有别于亚理斯

多德所说的：诗歌相对于历史是更加普遍的，因此也

更具哲学意味，就在于它主要关注个别的事［１５］３５３。
这种本意在凸显差异的设想，对于打破欧洲中心主

义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强调差异的同时，就
像萨义徳所说的：当差异成为一种斗争的武器，那结

果将是可怕的［１６］。 个中由于研究者对外国语言掌

握程度的有限，无法直接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诗学

著作，而只得凭借翻译作品进行研究，于是这也成了

其研究的共同“特色”，这种“特色”实际上又成了掩

饰其自身弱点的一件最佳“法宝”。 于是他们大胆

地选择译本来进行研究，其依据是历史上曾有过一

位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他不通外文却可翻译外国文

学作品，因此他们也大有理据通过中文译本来从事

外国文学研究。 殊不知他们忘记了林纾在翻译时有

他的合译者的巨大功绩，这点最近又被人提及［１７］。
他们的合译不过是由通外文者口译，林纾只担笔录

和润色的角色。 再说，林纾本来就是特殊时代造就

的产物，然而这一颇具传奇色彩的个案人物却在中

国学界升格为带有普遍性的案例，并一再为人们所

乐道。 于是在这场中西诗学话语交流的过程当中，
众多西洋理论在经历了萨义德所谓的“理论之旅

行” ［１８］２２６－４７，进入到中国的学术圈，随即被改变、扭
曲和挪用，由此而演出一幕幕新的“变形记”。 伴随

而来的是众多研究者越来越固守自己的阵地，彼此

间不再相互往来，学科间更加走向条块分割。 其必

然结果是出现研究中狭隘的地域划分，如提倡所谓

的“湖湘学派”、“荆楚学派”、“四川学派”、“山东学

派”等。 他们这样做似乎忘记了一条文化规律：任
何文化谱系并非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它的健全运

作不时地需要有异质基因的营养，否则这种文化就

会逐渐走向萎缩和消亡［１９］４０－５５，［２０］２５１－５２。 同时他们

也忘记了文学乃是“人的文学”，比较文学也不例

外。 而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是“求同存异”，并实现

不同民族间的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 本来在学习西

方的过程中，忌讳的是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同时在

研究方法上保持各自的做法固然无可厚非，也颇值

得提倡。 但是在这些地方学派的营建过程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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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并非完全按照学科研究内在的理路行事，他们中

的许多研究已不带比较文学研究的性质，只是在民

族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一些比较方法，或是在传

统文论研究中运用一些跨学科研究手段，尽管这里

不否认其学术性，但严格地说来却不属于本学科的

研究范围。 环顾世界，比较文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
才出现了那么几个值得称道的研究学派。 而且一种

学术研究的兴盛，决不因从业人员之多寡而决定其

研究水平之高低。 总的来看，在他们试图颠覆西方

中心的同时，又建构起新的“东方中心”或“中国中

心”，以便与传统的西方中心相抗衡，于是这批当年

曾嘲笑过西方哲学中二元对立思想的学者，又在有

意或无意间陷入了新的二元对立，这样就有违于比

较文学研究的初衷。 因此，目下明智的做法是放弃

所谓“特色”以及地方学派营建的提法，亦即韦勒克

所批评的那种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做法［２１］３６，并
放弃种种煽情念头，而是以更加广阔的胸襟、更加理

性的态度，来审视不同文化谱系内的文艺现象，注重

内在学术问题的梳理，其最终结果就很可能像《共
产党宣言》所预言的那样：“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
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再次是关于比较文学是否应从属于翻译研究的

命题。 同样，这也直接与人们的认识方法有关。
１９９３ 年，巴斯奈特以“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为题

挑起了这一问题，“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

时了”，“从现在起，我们应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主

要学科，并将比较文学视为其中的一个有价值的研

究范围” ［２２］１６１。 作为多套学术丛书的策划者和赞助

人，巴斯奈特在当今西方学界有着特殊的地位，加之

种种意识形态因素的操纵，她的此说一出，立刻在西

方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她的论点为正在试图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派”的广大学者普遍认同，同
时也为比较文学界广为沿用。 巴斯奈特原本从事比

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近年则开始她个人的“翻译转

向”，虽然她论述的许多内容也是比较文学中翻译

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但论述的立场已经偏离了比

较文学，而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并不

一定是文学翻译）问题。 正因如此，她才得出比较

文学应该从属于翻译研究这样的结论。 其实她的推

论颇值得斟酌。 首先，任何学理问题的探讨无所谓

时兴不时兴，也不因其从业人员之多寡能说明问题。
学术研究毕竟不是打群架，它期待的是研究者潜心

地钻研和理性地思考，在许多情形下那些真正的思

想活往往是少数精英的行为，否则何以近百年才能

出一两位大思想家。 故而学术圈内决不容许任何

“大跃进式”的运动。 其次，从她的这番话中还能体

会到某种反讽意味：如果目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者

不好好做，将来就会被翻译研究“取而代之”。 作为

一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面对着本学科

每况愈下的局面，难免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然而

学术中毕竟不应有“取而代之”这个字眼，而且“相
互分歧、彼此竞争的科学理论可以长期共存，这是为

科学的历史与现实反复证实的一项普遍原则” ［２３］。
这点对于人文科学领域同样适用。 因此，无论怎样

都无法像官僚主义那样将比较文学强归在翻译研究

之名下。 如果要一意孤行，唯有采取行政干预的手

段，那样做只会践踏学术，因为它不是按照学科的内

在理路行事。
再次是关于翻译研究与译介学区别的争论。 这

场争论除了与人们的认识方法有关外，更多地还与

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侧重点有关。 翻译研究（又称翻

译学或译学研究）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是

在 １９７０ 年代，正如该学科理论框架设计者霍尔姆斯

指出的那样，翻译研究这门学科不应称为翻译科学，
因为它不是科学；也不应称为翻译理论，因为翻译研

究远不止理论建设的范围［２４］６７－８０。 事实上他既没有

使用“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或“ Ｔｒａｄｕｃｔｏｌｏｇｙ”，也没有创立

一个类似于用“⁃ｔｉｃｓ”结尾的术语，因为这样一个词

缀形式太生辟，又不能任意组合。 故而他建议将该

学科命名为“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意在将所有与翻译

相关的“实”体，涵盖在翻译研究之“名”下［２５］。 这

又暗合中国道家哲学中“有容乃大”的思想，从而也

能部分地解释目前翻译研究何以在西方会成为一门

显学。
译介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名称最初是由中国

学者提出的，近年又有学者主张用别的名称如“媒
介学”等来替代，这样它的涵盖的范围就更加广

泛［１４］。 在中国，谢天振最早将“译介学”译成“Ｍｅｄｉ⁃
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 不过张佩瑶主张将它译成“ Ｔｒａｎ⁃
ｓ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这样既扣紧了汉语的原义，也
更多地与现代西方翻译理念联系起来。 按照字面意

义，它应该是“翻译”和“介绍”二义的结合，其突出

的乃是翻译作为异质文化间交流的媒介作用，由此

也使它关涉到比较文学的性质。 乐黛云主编的《中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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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比较文学教程》第六章专设“译介学”一节，其中

孙景尧对“译介学”作了界定，提出译介学的任务主

要是：“对翻译的媒介作用及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

比较研究” ［２６］１６３，还探讨了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和方

法。 此后又有不少著作和教材对该思想做了进一步

地阐发，其中以谢天振的论述最值得留意。 按照他

的界定：“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

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

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 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

究” ［２７］１。 关于译介学研究的性质，他指出译介学

“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

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
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

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

（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

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包括翻译文学

史、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包括译者、读者和接受

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传递误译等问题

的研究［２７］１－２２。 这样就明确地将它与比较文学的研

究结合起来了。
西方学界虽然没有“译介学”这种提法，但他们

照样有许多论述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审视翻译问

题，而且也像巴斯内特描绘的，其结果是促成了翻译

研究在西方成为一门显学。 其实无论是翻译研究还

是译介学研究，二者面对的本体对象都是翻译，不过

各自侧重的维度却非一样。 也许是由于汉语自身的

表达问题，常常造成人们理解上的偏差，这点在前面

已有论述。 就其研究对象而言，翻译研究与译介学

固然有重合处，但后者更多的是从比较文学这一维

度来审视翻译现象，翻译只是服务于某种文学关系

或文化交流的手段；前者则是将翻译作为一个客观

研究对象，容许从各个维度进行系统的研究。 这点

也许可以参照那位有现代“知识谱系之父”称号的

亚理斯多德的做法。 其实当年他对西方学术史最大

的贡献只是在分类上，他的高明处在于将别人习以

为常的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地排列，然后进行条分缕

析地分析，由此也逐渐演进出现代学科的谱系结构。
其实学理之事无所谓新颖不新颖，世界上本来就只

有那么多的“理”，学问之“道”就在于要善于将某些

道理放入某种具体的语境、具体的谱系内进行梳理，
以体察其内在的学术理路。 就像人们经常感叹的：
书读多了很难清楚哪些观点为己出。 现代学问是否

也可以像古人那样作深层次地分类，而西方的分析

性语言的优势就在于适合分类，我国过去的文献学

传统又何尝不可看成是一门重在追根溯源的分类性

学问呢？
在国内学者论述中较多涉及的另一个问题，就

是关于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问题。 １９２０—
３０ 年代，中国文坛上曾流行过“处女与媒婆”的争

论［２８－３２］，尽管最初针对的是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其
中很大程度就涉及到翻译的“可能性”这一哲学命

题，故而可以看成是目下这种论述的前奏，只是当时

的论述仍缺系统性，且不乏情感因素的介入，很少从

学理层进行全面的梳理。 其实翻译的这种特性也是

现代众多的哲学家、特别是解构主义批评家一直在

思考的“不可译性”问题的另一种呈述方式而已。
在当代解构文论批评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要颠覆

所谓有一种普遍语言存在的可能性。 而达此目的的

不二法门，就是要证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３３］。 这种

讨论的 “出发点并非基于某个点， 而是某种差

异” ［３４］ｖｉｉ－ｘｘｘｉｉｉ。 亦即从差异面出发方能凸显语言的

局限性。 早在 １９７０—８０ 年代，米勒就认真研读了本

雅明著名的《译者的任务》以及德曼的相关评论文

章中关于不可译的思想［３５］７３－１０５，后来米勒又有专文

讨论过不可译性问题［３６］２６９－７８。 同样是在 １９８０ 年

代，德里达借用《圣经》中的巴别塔寓言，将上帝刻

画成一位解构者，并在文中得出结论：翻译“既是必

然的，却是不能完成的” ［３７］。 这完全有异于诠释学

派提出的“通过理解，翻译得以完成”的观点［３８］２１２。
按照哲人们的解释：尽管翻译不可能，但人们恰是本

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从事着翻译，这就

决定了其不可能中的种种可能性，决定了那种在可

译与不可译间诞生的新东西之魅力，由此导致了种

种带有隐喻性的翻译定义的降生，只是其提法未必

可能做到统一。 这也促成了翻译中“创造性叛逆”
命题的成立，而这种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品质的东

西无疑是值得深加研究的。
三　 出路与展望

论及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应该不会忘记前

人关于比较文学最终使命的立论———比较文学的最

终目标便是自身的消亡。 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动因

除了从跨越边界的角度来审视异质谱系内的文学现

象，还担当着对人类生存状态思考的重任。 既然文

学研究考察的对象首先就是关于“人的文学”，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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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独立个性的人类必然要与外界发生联系和交

往，这就像萨义徳所说的：每种文化的维系和发展，
都有 赖 于 一 种 异 质 的、 具 有 竞 争 性 的 文 化 存

在［１６］３３１－３３２，尽管老子曾发出过“老死不相往来”的

感叹，那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而已。 老子

此言又带出一个悖论———返璞归真，寻求心灵的宁

静，此乃人之常情。 即便是在远古时期，人类渴求彼

此间的不相往来，却因自身是一合群的个体，从而使

得这一理想无法实现。 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他们

必然要与外界交往，于是就有了孔子所谓“礼失而

求诸野” （《汉书·艺文志》），或孟子所谓“道在迩

而求诸远”（《孟子·离娄上》），或鲁迅等人倡导的

“别求新声于异邦”（《摩罗诗力说》）的思想。 亦即

只有通过彼此间相互沟通，才能求得异质文化群落

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后来比较文学学者又提出跨越

边界的思想［３９］３－２６，人们的学术视野随之扩大，这有

助于从更宏观的高度来审视人类的生存状况。 同时

当今的学术研究，就像社会生产一样，分工越来越

细，而且也有不断继续的趋势。 然而目前的问题就

在于：随着这种分工式研究趋势的继续，许多人又开

始忽视现代学科部门设立的初衷，进而视建构文学

理论的手段为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而且伴随着各

门学科的建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本学科的建设，从
而架空了所要思考的真正问题，这样就导致了本学

科真正研究对象的缺席。

展望比较文学的未来，倒是让人联想起中国道

家的太极图，双鱼环环相扣，循环不穷，从而也标示

着万事万物的成长过程。 这种“太极精神”给人的

启示是：万物是变化和发展的，而这种“穷则变，变
则通”的规律又是万物赖以存在的生命法则。 因此

未来的比较文学研究，要按照本学科的内在理路行

事，同时也要本着“变通”的原则，也就是在本学科

处于转型或危机时刻，善于抓住事物发展的核心实

质，通过各谱系间的互通互证互释，才能真正做到以

“不变”应“万变”。 学术研究发展的理想状态也应

该如此。 假如将世界的学术看成是一个类似于太极

图的圆圈，不同谱系框架内的学术流派或方法可以

看成是其中分布的一些亮点。 这些亮点在这一圆圈

中共同存留着，它们中某些点会一时光亮些，但绝不

因自身的光亮而盖过别的亮点；有时它们又会暗淡

一些，这时却有别的亮点在继续发出光辉，从而维系

着世界永久的光亮。 这就是中国文艺美学中常讲的

“和而不同”，比较文学中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流派，
就像这些学术光环此起彼伏地闪烁，从而不断维系

着世界比较文学活动的正常运转。 通过这种“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学术方法互通，同时伴随着研究

者个人学术功力的加深，有助于对人类自身的生存

状况做更深层次的了解，进而推动着人类向那“天
人合一”的最高理想境界迈进。

参考文献：
［１］Ａｌｄｒｉｄｇｅ， Ａ． Ｏｗｅｎ． （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Ｍ］． Ｕｒｂａｎａ： Ｕ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１９６９．
［２］Ｗｅｌｌｅｋ， Ｒｅｎé．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 ／ ／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３．
［３］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Ａｎｄｒé．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 Ｐｏｌ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Ｉｔｓ Ｍａｔｕ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 Ａｓｓｅｎ ： Ｖａｎ Ｇｏｒｃｕｍ， １９７７．
［４］王宁．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Ｊ］． 中外文化与文论， ２００６， （１３）．
［５］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一）［Ｍ］．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蓝国桥． 命名的危机———也谈文学理论的“泛化”［Ｊ］． 学术研究， ２００１，（６）．
［７］黄念然． 近年来国内“文化研究”发展的态势与反思———兼论文学理论的泛化问题［Ｊ］．江汉论坛，２００５，（４）．
［８］谢天振． 重申文学性———对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考［Ｊ］． 中国比较文学， ２０００，（１）．
［９］史忠义．“文学性”定义之我见［Ｊ］． 中国比较文学， ２０００，（３）．
［１０］吴炫． 一个非文学性命题———“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Ｊ］．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０，（５）．
［１１］余虹． 文学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论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Ｊ］． 文艺研究， ２００２，（６）．
［１２］太虚． 法相唯识学［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１３］Ｃｏｍｔｅ，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ｐｅｌｌｅｒ ＆ Ｓｏｎｓ， １９７５．
［１４］曹顺庆． 比较文学学［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５］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ｃｋｅｔ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Ｉｎｃ．， １９５８．

３９

　 　 张　 旭　 关于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１６］Ｓａｉ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Ｍ］． Ｌｏｎｄｏｎ ：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３．
［１７］高玉． 文学翻译研究与外国文学学科建设［Ｊ］． 外国文学研究， ２００５，（１）．
［１８］Ｓａｉ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 ［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ｐ， １９８３．
［１９］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１９９６．
［２０］许嘉璐． 未了集———许嘉璐讲演录［Ｍ］．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１］Ｗｅｌｌｅｋ， Ｒｅｎé．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 ／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
［２２］Ｂａｓｓｎｅｔｔ， Ｓｕｓ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３．
［２３］甘绍平． 科学理论中的合理性问题［Ｃ］ ／ ／东方科学文化研究交流中心、中国哲学与文化编辑部编． 中西哲学与文化． 北

京：警官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４］Ｈｏｌｍｅｓ， Ｊａｍｅｓ Ｓ．． “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Ｃ］ ／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Ｒｏｄｏｐｉ， １９８８．
［２５］张旭． 关于翻译研究术语汉译的讨论［Ｊ］． 中国翻译， ２００４，（５）．
［２６］乐黛云主编． 中西比较文学教程［Ｍ］．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７］谢天振． 译介学［Ｍ］．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８］郭沫若． 致李石岑［Ｎ］． 时事新报·学灯， １９２１⁃０１⁃１５．
［２９］蠢才（胡愈之）．处女的尊重［Ｎ］． 文学旬刊， １９２１⁃０５⁃２９．
［３０］西谛（郑振铎）． 处女与媒婆［Ｎ］ ］． 文学旬刊， １９２１⁃０６⁃１０．
［３１］丙生（茅盾）．“媒婆”与“处女”［Ｎ］ ． 文学， １９３４⁃０３⁃０１．
［３２］量（茅盾）． “翻译”和“批评”翻译［Ｎ］ ．文学， １９３５⁃０３⁃０１．
［３３］Ｄａｖｉｓ，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１．
［３４］Ｊｏｈｎｓｏｎ，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 ／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３５］Ｍａｎ， Ｐａｕｌ ｄ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Ｃ］ ／ ／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ｙＭｉ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ｔ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３６］Ｍｉｌｌｅｒ， Ｊ． Ｈｉｌｌｉ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ｕｔｈ” ［Ｃ］ ／ ／ Ｎｅｗ Ｓｔａｒ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 Ｔａｉｐｅｉ：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９３．
［３７］Ｄｅｒｒｉｄａ，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ｓ Ｔｏｕｒｓ ｄｅ Ｂａｂｅｌ” ［Ｃ］ ／ ／ Ｊｏｓｅｐｈ Ｆ． Ｇｒａｈａｍ． 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１６５⁃２０７．
［３８］陈德鸿，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Ｃ］．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９］Ｍｉｌｌｅｒ， Ｊ． Ｈｉｌｌｉ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ａｂｌｅ” ［Ｃ］ ／ ／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ａｉｎｅ． ｅｄ． Ｇｏｅｔｈ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Ｖｏｌ． ５）．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Ｓ．Ｃ．： Ｃａｍｄｅｎ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０．

［责任编辑：唐　 普］

４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